
理性与情感 ——重读《贞元六书》、《南渡集》（蒙培元）

蒙培元 

最近，三联书店出版了《冯友兰作品精选》一套共七本，即《贞元六书》和《南渡集》。

[1] 前六本书是代表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，后一本也是了解冯友兰哲学的必读之书。

重读之后，有一点新的体会，就是冯先生很关注情感问题。那么，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

呢？  

理智的了解与情感的满足  

读冯先生的著作，能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精神，即理性主义精神。这也是《贞元六书》

之所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即建立一种新的现代的中国哲学。作为哲学家，冯先生很重视哲

学的共性或普遍性的问题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他强调的是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。但是，作为一

个中国的哲学家，他认为哲学有其民族的哲学史和民族语言上的分别。因此，他的哲学不仅

要接着中国的民族的哲学史讲，而且要用中国的民族语言讲。这些分别对哲学而言可说是表

面的、外在的，但是，这些分别对于一个民族在“精神上的团结”和“情感上的满足”，有

很大的“贡献”。因此，“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里面。”[2] 他所说

的“表面”和“里面”，颇有意思。这里涉及到语言的问题，暂且不谈。就“精神生活”而

言，则正是哲学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。冯先生对哲学有一个基本的看法，即认为“哲

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”[3]。精神就是指精神生活而言的，离开人类生活，何来精神？不

过，人类的精神生活，确有民族及其语言的问题，作为精神反思的哲学，对于民族精神和民

族情感有极大的关系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它就是民族精神的灵魂，因此，必然成为一个民族

的精神生活的“里面”，而不是它的“表面”。  

既然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语言，任何哲学都是民族的哲学，而“民族

的”不是一个抽象的、空泛的概念，它是有具体的、真实的存在的。因此，一个哲学家的哲

学，不能只接着空泛的哲学史，它只能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，而且只能接着某一民族哲学

中某一派的哲学。冯友兰的哲学就是接着中国哲学史上的程朱派的。虽然如此，他的哲学仍

然是民族的哲学，是从民族哲学中“生”出来的。民族的精神生活是很广泛的，其内容是丰

富多样的，其中有许多共性。但是，既然是民族的，就必然有各自的特点，其民族的哲学史

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，接着民族的哲学史讲的现代哲学，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特点。  

冯先生说，哲学是“纯理智”的产物。所谓“纯理智”，就是运用逻辑概念进行分析和推

理，按冯先生的说法，概念是公共的，形式的，没有实际内容的，所以是“一片空灵”。既

然这样，哲学又如何表现民族精神的特点呢？这就涉及到语言的问题。哲学概念是用民族语

言表达的，而民族语言中的字所表达的概念，可有多种意义，多种用法。这种多义性是各民

族相互不同的，而且是很难翻译的。在哲学中，除了所指的意义之外，某字某概念还有许多

余义，正是这些余义，“能引起人的许多情感上底联想”[4]，而这些联想，可以给人以一

种“情感上的满足”。这也就是说，哲学作为“纯理智”的活动，不仅事实上，而且本质上

是不能离开人的情感的。就中国哲学而言，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，尤其明显，更确切地



说，这正是中国哲学得一个特点。  

中国哲学非常重视情感问题，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，如“天”、“命”、“道”、“生”、

“性”、“情”、“心”等等，直接与情感有关，而且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。冯先生举出

“道”、“太极”、“仁”等名词概念为例，说明这些名词概念如何不容易翻译成西洋文

字，译者只能以音译了之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哲学是以人类精神生活为题材的智慧，如果这

一点能够成立，那么，人类的精神生活就决不仅仅是一些纯理智的活动，也不是形式概念能

概括的，其中还有丰富的情感生活、情感内容，对此，哲学决不能不闻不问、置之不理。  

西方的主流哲学只重视人的理智，将情感从哲学中排除出去，归之于宗教或其他部门，他们

是理智与情感的二元论者。中国则没有西方式的宗教，也没有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。中国

哲学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，是整体论的方法，其中便有情感的问题。冯先生虽然吸收了西方

哲学的许多观念和方法，特别是逻辑分析的方法，但他还是接着中国哲学的这个传统讲。这

一传统，正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的精神。正因为如此，冯先生明确提出，哲学的用处在于：

“哲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，有理智底了解，亦能使人，对于宇宙人生，有情感上底满

足。”[5] 这就是说，理智和情感，都是“宇宙人生”之事，都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组成部

分，因而是哲学必须同时要解决的。  

“理智底了解”与“情感上底了解”，二者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说，有了理智的了解，就必

然有情感上的满足呢？或者说，情感的满足是理智的了解的目的呢？根据冯先生的有关论述

看，似乎不是这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二者不是因果关系，也不是目的性关系，二者是“既……

又……”的兼有关系。他并不认为，有了理智的了解，就必然产生情感上的满足，比如维也

纳学派，求逻辑的真，就未必有情感的满足；他也不认为，理智的了解，只是为了情感的满

足，比如儒家所说的“孔颜之乐”，他虽然很重视并经常引用，但他认为，这并不是人生的

唯一目的，它是“识仁”、“知道”的副产品。这可以说是冯先生对儒家哲学的一个发展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冯先生与金岳霖先生有共同的观点。金岳霖先生著有《论道》，他更多地运

用了逻辑分析和推理的方法，以建立一种新哲学。但他也有一种强烈的诉求，表达了他对哲

学的看法，这就是：“我不仅在研究的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，而且在研究上求情感的满

足。”[6] 这就是说，求得理智与情感的统一，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。金先生是研究西方

哲学的，但他不仅要回到中国哲学，而且要在他的哲学中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。金先生之所

以以中国哲学中的“道”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不仅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

概念似乎是道，而且“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原动力似乎也是道”[7]。因此，他将

“道”视为元学的题材，而不是知识论的题材，因为“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，而元学底裁

判者是整个的人”[8]。“整个的人”这个说法同冯先生的“全体”的人的说法一样，道出

了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特点。只有作为“整个的人”，才能将理智与情感统一起来。中国哲

学正是将人视为生命整体，而不仅仅是分析的对象。若说人是“理性的动物”，那么，人同

时也是“情感的动物”，这并不意味着将人降低了，实际上，人是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的生命

统一体。  

精神境界与情感  

冯先生认为，哲学不是使人获得知识，而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。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

学反思的结果，其中既有理智成分，又有情感成分，决不是单纯的理智问题，或只有理智成

分。  



照冯先生所说，境界靠人的“觉解”，“觉解”不同，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也就不同，境

界也就不同，“觉解”越高，境界也就越高。他将“觉”与“解”分别进行了解释，认为

“解”是了解，“觉”是自觉。了解与自觉的主要分别是，“了解必依概念”，“自觉是一

种心理状态，它只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所以并不依概念”。[9] 冯先生很重视概念，重视概念

的认识和分析，并以此作为写作《新理学》的主要方法。但是，当谈到哲学的实质问题即精

神境界问题的时候，他并不认为概念的了解是唯一的。除了概念的了解之外，人还需要一种

自觉，而这种自觉，只是一种“心理状态”，这种“心理状态”是概念无法表达的。必须将

觉与解二者结合起来，才能成为一种境界。  

冯先生在《新原人》中，对他所提出的四种境界进行了比较。其中，自然境界中的人是没有

自觉的，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，都是有自觉的，但是又有不同。功利境界

中的人的自觉是有私的或求利的；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自觉是无私的，为公的；天地境界中的

人的自觉则更高，他既是无我的，又是有我的，无我者无私我，有我者有真我。他不仅是为

公的，而且是超越道德的，是“天地万物一体”的。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讲情感的问题。  

事实确是如此。除了一般地承认情感在人的境界中的地位之外，冯先生特别重视道德境界与

天地境界中的情感问题。他明确地提出:“在道德境界中底人，亦有情感，不过情感之发，

亦常是为公底。”[10] 这说明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，是一个情感问题，对于这样的情感的

自觉，就是人的自我直觉，即自知其有这种情感。它不是对象式的概念认识所能说明的。比

如愤怒，就是一种情感，但有公私之分，道德境界中的人，其愤是公愤、义愤，而不是私

愤。所谓公愤、义愤，是合于正义原则的愤；所谓私愤，则是为个人私利而泄愤。其实，这

正是接着宋儒哲学讲的，宋儒程颢有“圣人之怒，以物之当怒”之说，“当怒”就是处于

“应当”的原则而怒，不是出于自私而发怒。道德境界中的人，也有忧与乐，但他的忧与乐

也是为公的，为天下的，他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能不能说是一种情

感的“形式”？如果承认有情感的形式，那么，这不是美学的情感形式，而是道德的情感形

式，它是实际生活中的人所“依照”的原则。  

那么，情感与理性是什么关系呢？按照冯先生的说法，理性有二义，一是道德的即道德理

性，一是理智的即理智理性。[11] 照宋明理学的说法，“礼者理也”，主要是指道德理性

而言的，这就是所谓“情理”。冯先生是同意并接受这个思想的。但他同时又注意到西方人

所说的理性。西方人注重的是理智理性，而缺乏宋明理学所说的道德理性。他要将二者结合

起来，使人在道德方面和理智方面都做一个“完全的人”，这样的人就是“圣人”。其实，

圣人只是一种境界。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“完全的人”，但这是人如何“做人”的目

标，也是“做人”的标准。根据人情即情感而制定的礼，就是道德理性，这实际上就是说，

情感可以是理性的，所据以制定礼的情感就是道德情感。当情感变成形式化的“规矩”时，

就变成了理性。理性虽然是“形式”，但是，当人们在实际生活中“照”理性行事的时候，

它就不只是一个形式，它是有实际内容的。这就是冯先生所说“礼不是套子”的真实意思，

也是冯先生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分析哲学的重要特点。  

冯先生在讲道德境界时，特别提到仁和义。仁义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，特别是仁，更是儒

家哲学的核心。在冯先生看来，仁有不同层面，不仅在道德境界，而且在天地境界，都有其

重要地位。而仁与情感更有直接的关系，实际上仁就是一种情感。义的含义是“应该”，如

果只是为“应该”而行，这种行为就是义的行为，“若其兼有与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，则其

行为，即是仁底行为”[12]。很明显，仁是就与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而言的。他对于程颐所



说的“医言手足麻痹，谓之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状”之说，非常欣赏。对于程颢的“公而以人

体之谓之仁”之说，也很欣赏，认为“仁者不但以公为心，而且对于别人的情感，有一种体

贴”。这种对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及对别人情感的“体贴”，就是道德情感。“此种情感，

可以说是道德行为中底‘人底成分’。”[13] 他的境界，就是仁者的道德境界。据此，他

批评了康德的道德哲学，认为康德所说的道德行为，只是义的行为，而不是仁的行为。“道

德行为中又可分为义底行为与仁底行为二种，康德似尚未见及。”[14] 这个批评是中肯

的。康德提出人了“人是目的”的伟大学说，但是他并没有在他的“纯粹实践理性”中将这

一学说贯穿到底，他将道德情感限制在心理的范围之内，视为经验的实然的，因而不能成为

道德理性。但是，情感也是可以从理上讲的，不仅仅是实然的经验。就经验而言，也不仅仅

是先念理性用之于其上的“所与”，它还有更重要更广泛的意义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康德的道

德哲学确有“未见及”的地方。  

就仁与义的关系而言，冯先生认为，仁的行为必兼义的行为，但是义的行为则不必兼仁的行

为，“仁兼义，但义则不兼仁”[15]。这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现代弘扬。照冯先生的解释，

义利之辨只是公私之辨。义就是讲公利而不是私利。仁必须是公，但并不以公为仁，仁必须

有恻隐之心。如果以残忍之心行义，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。因此，仁可兼义，而义不兼仁。

这是就道德境界而言。到了天地境界，仁具有更大的意义，即超社会道德的意义，这就是

“万物一体”、“浑然与物同体”的境界。早在《新理学》中，他已经提出仁的问题，并且

分出了层次，一是指道德而言，一是指“万物一体”之境界而言（他称之为“大仁”），

“从天之观点以观事物，则对事物有一种同情底了解”[16]。不只是对人，而是对万物有一

种同情的了解，这就是一种宇宙关怀，这种情感是超道德的。仁的根本意义是爱、关怀、同

情、尊重，也就是冯先生曾经说过的“真实的情感”。以“天地万物一体”之仁说明天地境

界，就是从生命整体观出发的，在人与宇宙自然界之间建立以情感为基础的价值关系。所谓

“我”的“主宰”义，就不是统治自然界，而是关爱自然界的万物，即“万物皆备于我”、

“浑然与物同体”。其所谓“了解”，是有情的知，其所谓“情感”，是有知的情，情感与

理性统一起来了。这就从哲学上解决了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，而不必诉之于宗教。只是一

个很重要的贡献，对于今人树立生态观念，解决十分严重的生态问题，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精

神指导。  

哲学与诗  

冯友兰先生的全部工作，是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。他虽然吸收、运用了维也纳学派的分析

方法，但并不是以此为目的的。他与维也纳学派的根本分歧，也在这里。但是，在维也纳学

派看来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。他们认为，形而上学的语言是无意义的，是“概念的诗歌”，

即情感的语言，只能满足我们的情感。那么，在哲学中能不能使用情感的语言呢？哲学与诗

又是什么关系？冯先生不仅使用了情感的语言，而且公开主张，情感与逻辑语言并不构成矛

盾，不仅不构成矛盾，而且都是必须的。  

也许是为了回答维也纳学派的责难，冯先生在《新原人》中专门写了《论诗》一章，他认

为，诗也可以进于道。这所谓“进于道”，就是进行形而上的哲学。但诗不是用逻辑语言即

概念表达的，有一种所谓哲学诗或说理诗，就是用哲学概念再押上韵写出来，其实这并不是

真正的诗。诗的语言，没有概念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说理，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，既不是

“讲”形而上学，也不是“讲”形而上学不能讲。诗的语言是“直接以可感觉者，表显不可

感觉，只可思议者，以及不可感觉，亦不可思议者。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对象”[17]。这意



思是说，诗是用可感觉的形象语言来表现那“超言绝象”的意思，这个“意思”，就是形而

上学的主题，说的更明确一点，是表现一种情境即境界。诗的语言必有所表现（冯先生用

“表显”），但不只是诗的语言本身所说者，而是所说以外的意思，这就是“超以象外”，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诗是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就其“超以象外”的意思说，就是“不著一

字，尽得风流”，这“风流”就是一种境界。  

诗的妙处就在于富于暗示，能使人引起许多想象，得到许多意思。诗和其他艺术一样，主要

是表达情感的，是一种情感语言，因此，不能用那些抽象的概念去表现。诗就其本质而言，

是欣赏的、鉴赏的，能使人得到一种快乐。这就是许多哲学家所说的美。照冯友兰先生的说

法，美可以是一种境界，而这种境界与哲学所说的境界是相通的，或者不如说，是用诗的形

式、诗的语言，表达了哲学所说的境界。这样的诗就是“进于道底诗”。他举出历史上的一

些著名诗人的诗篇说明了这一点。陶渊明见南山、飞鸟而有“欲辨已忘言”之句，表现了不

可感觉不可思议的“浑然大全”。陈子昂由我与古人、后人诸事实，显示“念天地之悠悠”

的情境，将宇宙作一无穷之变而“观”之，又有“独怆然而涕下”所受的“感动”。李白有

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”的百感交集。苏东坡藉大江、明月，以“遨游”、

“长终”显示不可感觉的无穷的“道体”。这些都可以看做一种讲形而上学的方法，也可以

看做一种表达境界的方式。冯先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，讲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用

“长篇大论”的方式，一种是用“名言隽语”的方式，以表达其意思。前者可称为“散文底

方式”，后者可称为“诗底方式”[18]。用散文的方式表达意思，凡所应该说的，都已说

了，读者不能在所说之外另得到别的意思。用诗的方式表达意思，意思不止于所说者，读者

因其“暗示”，可以得到其所说者以外的意思，其中有些可能是说者所“初未料及者”。这

里最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提出了“名言隽语”的方式就是“诗底方式”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

观点。这实际上等于说，中国哲学就是诗性的哲学，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诗性化的生活。这里

所说的“诗”是广义的。中国的哲学家，基本上都是用名言隽语的方式表达意思的。这与西

方哲学家的论证式的长篇大论有很大的区别。正因为如此，有些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，将中

国哲学家孔子所说的话称为“格言”。事实当然不是如此，比如孔子的“逝者如斯夫”，就

是用诗的方式讲哲学。不过，在冯先生看来，这个区别也有相对的意义。就中国而言，庄子

可以说是用诗的方式表达意思，郭象的庄子注，如果与庄子比较，则可以说是用散文的方式

表达意思。但是，如果将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比较，则郭象所用的方式，还是名言隽语

的方式。他认为，“这是中国以前底大多数底哲学家所用底方式”[19]。所谓“大多数”，

意思是中国也有用长篇大论的方式的哲学家，但这只是极少数，究竟是哪些哲学家，冯先生

没有说。如果在中国哲学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哲学，那么，像冯先生这样的当代哲学家，就

是这样的哲学家。不过，冯先生不仅不否定“名言隽语”即“诗底方式”的作用，而且提倡

用这种方式。他认为，在西方也有用名言隽语的方式写作的，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。  

诗是艺术，不过是用语言表达的艺术，艺术还有许多种类。凡艺术包括诗都有共同的作用。

冯先生在《新理学·艺术》中说，艺术对于人的力量是“感动”。“所谓感动者，即使人能

感觉一种境界，并激发其心，使之有与之相应之一种情。”[20]“感动”就是指情感而言

的，但是能使人感觉一种“境界”，这就不是普通所谓情感。感觉并不是概念认识，却能达

到一种境界，并能激发人心而有一种与此相应的情感，这种情感显然具有超越意义。这正是

哲学所要解决的，因为哲学就是提高人的境界。艺术不能使人知，但是能够使人觉，即他所

说的“觉解”中的觉。人的自觉是非常可贵的，人有了自觉，不仅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，而

且能成为人格美的人，感受道生命的快乐的人。这就是他所说的哲学不仅能使人“有理智底

了解”，而且“有情感上底满足”的意义所在。  



因此，这不只是方法的问题，更是人生的问题，精神境界的问题。《南渡集》中有《论风

流》一文，就是讨论人格美的，也是讲精神境界的。冯先生对美有一基本看法，就是“美涵

有人的赏识”，因而具有主观的成分，或者说，“凡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性质是美”，“快

感”也有主观的成分。这所谓“主观”，主要是指情感感受和体验，而不是指认识（他不否

定美的有一定的标底，在此不论）。但要问什么是美，却是语言不能表达的。风流是一种

美，即人格美，“所以什么是可以称为风流底性质的内容，也是不能用语言传达底”[21]。

这里所说的“语言”，是指概念语言，不是任何语言，“名言隽语”就是表达风流的语言。

过去所谓魏晋时期的名士风流，就是用“名言隽语”说话的。  

风流作为一种人格美，有其构成条件，冯先生从四个方面说明了他的构成条件，其中既有认

识问题，又有情感问题，既有方法问题，又有存在问题，但都是从美的角度讲精神境界的。

比如就第一点说，真风流的人，必有“玄心”。“玄心”可以说是“超越感”。“超越是超

过自我。超过自我，则可以无我。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。”[22]“无我”是从情感上说，即

“有情而无我”。“无我”之情，就是超越自我的情感，并不是真无情。就第二点说，真风

流的人，必须有“洞见”。“所谓洞见，就是不借推理，专凭直觉，而得来底对于真理的认

识。”[23] 所谓直觉，从方法上讲，是“名言隽语”，从境界上讲，是“不著一字，尽得

风流”，其真理是人生的真理。就第三点说，真风流的人，必须有“妙赏”。“所谓妙赏，

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。”[24] 这就是说，美是具有感性特征的，但其中又有很深的意

味，这种意味，就是所达到的境界，故称之为“妙赏”，可谓“妙不可言”。第四点是专讲

情感的。真风流的人，必有“深情”，可谓“一往情深”。在我看来，“深情”和“玄心”

实际是相通的，前者是从情上说，后者是从心上说的，心虽然可以兼情而不止于情，但在这

里主要是指情而言的。由于真风流的人有玄心而能超越自我，即有情而无我，他的深情就不

是关乎自己的，不是对他自己的嗟叹，而是“对宇宙人生底情感”。“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

一种共鸣。他对万物，都有一种深厚底同情。”[25] 这实际上是一种仁者的情怀，是仁者

“以万物为一体”的境界。因此，他不仅讨论了魏晋名士的风流，而且讨论到宋儒特别是程

明道的境界，即“风流人豪”。  

这并不奇怪。冯先生在讲中国哲学史时，称玄学家为“新道家”，称道学家（即理学家）为

“新儒家”。但是，就整个中国哲学史而言，他们有相通之处，作为接着中国哲学史讲哲学

的冯先生，更是要“会通”各家。以上所说，就是一例。他从美的境界说到仁的境界，最后

归到他所说的天地境界，以对万物的“深厚同情”为人生的最高追求，足以说明他对情感的

重视。在这种境界中，真善美实际上得到了统一。  

冯先生的哲学的最大特点，是引入了西方的理性主义，但是，他看到了理性的限制。不离理

性而又超越理性，这才是他的哲学的根本宗旨。就此而言，情感与理性各有其地位与作用，

并不构成矛盾。就其终极理念而言，情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，这就是最终实现对万物有深

厚同情、与万物痛痒相关的“万物一体”亦即“自同于大全”的境界。这也是冯先生只讲哲

学而不讲宗教、或以哲学代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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